
晏公祠，原名道统庙，是一处特殊的人文景观，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香山之南，万安山法海寺之北，
为明清时期建筑遗存。这是北京唯一留存的宦官所建儒
家殿堂，也算是西山寺庙的一朵奇葩。

以石像石刻独立西山
明朝正德时期，北京西山的寺院很多。宦官晏宏却

别出心裁，建起一座简陋的道统庙，几间石屋刻满文字。
两个写着道统门、正学门的简易山门，门里一个刻有图
案的亭子，两边是石头龙马、石头洛龟。往里就是道统庙
正殿，供奉着三皇五帝三王、周召孔孟诸位圣贤、周程张
朱李许吴等理学大儒石像，藏有五经石龛。东堂为祠堂，
堂后有三间石洞，中间洞额停云岩。壁刻有忠臣孝子画
像、先儒格言及咏道诗。院中有一个香炉石龛，被称为道
统香火殿。

这样一个以石块垒砌的祠堂，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名
胜之地，人们纷纷前来观瞻、游览，并被尊称为晏公祠。
因此，晏公祠也越来越引人注意。《帝京景物略》中说：

“晏公一祠，学圣尊儒，大书特书之。”蒋一葵《长安客
话》中描写：“晏公祠内皆石室，琢三皇五帝列圣贤像。”

《春明梦余录》中黄汝亨纪曰：“自吾入西山，所见金碧
殿阁，皆浮屠氏之宫，大都皆中人自营其身后香火藏，
而此室独及吾儒门一宗，何类无贤？”《日下旧闻考》姜
应甲诗云：“空山石祠堂，落穆跨深壑。肖像古圣贤，高
下坐渊穆。殿墀列龟龙，如出自河洛。煌煌先儒语，所为
忠孝作。性理二百卷，题壁见大略。历览感我心，人传晏公凿。厥
志在尼山，高邈得所托。愧哉彼檀施，衅血涂丹雘。”这种说法清
新脱俗、沉博绝丽。

以道统执念终其一生
晏公祠能够被人们记住，可见晏宏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晏

宏是一名普通宦官，在明史中也不见经传。他凭着执念，虽然一
生跌宕起伏，却始终尽心尽力地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可
谓是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生而默默无闻，死而不留遗
憾，卒于位，赐谕祭。

晏宏生于天顺七年（1463），卒于嘉靖十三年（1535），少年
时期受过内书堂教育，弘治元年（1488）晋升为太监，督管京师
仓储，人称晏御史。之后为弘治皇帝守陵三年，在家养病十三
年。嘉靖元年（1522）出任陕西镇守太监。

镇守陕西期间晏宏恪尽职守，重视教育，兴修水利，建设三
边。据《陕西通志》记载，嘉靖七年（1528），晏宏在西安贡院西
隅，旧三皇庙遗址上建了道统庙。据《民国咸阳县志》记载，嘉靖
九年（1530），咸阳渭河土堤崩塌浸溢，镇守太监晏宏与当地官
员及时决断，以沙石加固河岸，修成石堤。期间前往边地，与边
民同甘共苦，礼部尚书黄绾曾用四首诗作为总结，从中摘抄几
句：“历历青山落日低，耕夫应共战魂悲……窑居山上临砂漠，
百里黄河负水还。”（《题晏太监行边图》四首，见《黄绾集》卷七）

嘉靖朝吏部侍郎林文俊的评议写道：“清名俭德重当时，道路

人传即口碑。全陕山川遗爱在，留官管钥旧臣宜。”
在拆与建中不断延续
512年过去了，西山昔日的王公墓葬都湮灭在杂草

中，梵宫殿阁也消失在山野间，晏公祠却在不断地拆与
建之中延续。遗址前立了一块晏公祠石碑，为海淀区文
物保护单位。

康熙四年（1665），晏公祠被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
佛寺僧庵，改名为地藏庵。据《居业堂文集》记载，该书的
作者王源听闻后，便约了友人黄宗夏一起去查看，发现
原先道统门的位置换成了“地藏庵”三个字，道统正殿
门额上刻着“地藏殿”三个字，“亭无存，仅存龟马，石室
塑所谓地藏菩萨者于中，十阎罗侍。”原来的圣贤石像

放在屋后用树枝支撑，所拆石龛堆在土坡上。“东亦无堂，有洞
三，曰停云岩，中供一小佛像。”他们发现佛像台石竟是刻有先
儒格言的石块所垒，最上边一块是鲁斋草庐石龛。香炉石龛还
在，所幸重修房屋的墙壁大多使用原建筑条石，部分石刻文字
得以保存。

新建的地藏庵，仍然有人前来游览。人们在游记中却说的
是晏公祠，耐人寻味，其中就有人写了这样一首诗：“诸宫贝阙
影参差，不种娑罗即产芝。不信中官尊道统，此山犹有晏公祠。”
（查嗣瑮晏公祠诗，《宸垣识略》卷十五，郊垧四）或许晏公祠已
经成为地名文化符号，有着其特有的含义。

石刻文字就是活的文物，保存着历史印记。地藏殿、停云岩的
石刻是仅有的晏公祠建筑遗迹，“地藏殿”石匾上分别刻着“大明
正德壬申孟秋上日建”“大清康熙四年二月重修”的两行小字，这
些字迹就是一个历史故事。虽然晏公祠最近一次重修之前仅剩断
垣残壁，但是依然保留着少量的明代石刻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晏公祠院中的那座香炉石龛，还一直
被保留至今，这是一件可贵的艺术品，被移置在北京石刻艺术
博物馆存放。石龛的南北柱上刻着两副对联，一副是“日月两轮
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另一副是“振振君子用之行而舍则
藏，蹇蹇王臣进尽忠而退补过”。这些带着时间烙印、散发着古
老的气息的石刻，蕴含着先贤的思想、弥漫着儒家文化的魅力，
正是晏公祠内在含义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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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沧州地处渤海之滨，自古英才辈出，人文蔚起，
历史底蕴深厚，向来有读书重学的传统。秦至汉初，以儒
学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众多典籍华章在岁月中散佚流离，
多有破坏。为使文脉薪火相继，实现文化复兴，“修礼乐，
被服儒术”的河间献王刘德礼贤下士，招纳隽才，建立日
华宫、君子馆等，积极进行文化典籍的整理传承，同时
强化讲学流播，教化民众读书向学、知书明礼，使当时
的河间王国成为礼教兴盛之地和儒学文化再造中心。
肇基于汉，尽管时光飞渡，沧州先贤却一直秉承献王修
学好古之风，始终不弃诗书，南宋末年理学家、文学家
家铉翁在《题李氏敬聚堂》中写道：“千载河间旧典刑，诗
书习气至今存。”

金元明清以来，处于畿辅辐辏要地的沧州文风愈发
兴盛昌隆。伴随着商业贸易的日趋繁华，尤其是长芦盐业
的长盛不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
庶物质力量的作用下，“重教兴学”“诗书传家”之风云起，
举业方兴未艾，持续绵长，有力地促进了本土文教事业的
发展。当地府州县学包括书院在内迅猛发展，仅沧州所在
的长芦而言，便有明万历二十七年创建的天门书院，清雍
正时创办的沧曲书舍、嘉庆年间创建的渤海书院等。在新
的教化格局开拓下，凭借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构成城
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不约而同激励家族子弟读书
问道、研经稽古、著述立言，成为家族文化守望的精神坐
标，进而谱写书香门第延续的新篇章。任丘边氏，南皮张
氏，献县纪氏，沧州戴氏、王氏等家族莫不如是，他们“才
称燕赵，化首邦畿，被德钟灵，造贤育士，蔼蔼王臣，蹇蹇
帝师，高义宏材，比肩接济”，王翱、纪晓岚、张之万、张之
洞等皆是其中翘楚。

就沧州区域书院教育开展的历史情形来看，当今文
史界均认为较早者为元代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奏请兴建的
毛公书院，如沧州师专历史系教授张玉、副教授王清纯在
2008年 12月第 24卷第 4期《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发
表的论文《毛苌与毛公书院》云：“河间毛公书院是笔者所
见史书记载的沧州境内最早的书院。”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授吴洪成和研究生王蓉在2016年第26卷第1期《邯郸
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古代河北沧州书院初探》亦写道：

“直到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河间路总管王思诚在
河间县设毛公书院，沧州才出现了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所
书院，这比河北省最早的书院滞后了 600年左右。”得益
于诸多学人对毛公书院史料的广泛引用以及媒体的大力
宣传，“毛公书院为沧州域内最早书院”的观点渐成金科
玉律，无人置疑；即使个别学者设问毛公书院创修者王思
诚主政河间的时间范畴（纠结于泰定年间还是至正年
间），却也丝毫未影响到今人对毛公书院的开山定位。

其实，把河间毛公书院列为沧州最早书院是有问题
的。严肃说来，河间毛公书院应为沧州域内已知最早的官
办书院。目前已知书院最早者应为沧州长芦中和书院，有
元人王旭《中和书院记》为证。

王旭，字景初，元朝东平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收
其著作《兰轩集》十六卷时有过生平状述：“其事迹不见于
元史，谈艺亦罕见称述”。王旭家贫，多以“教授四方”为生
计。大德元年秋，王旭接受沧州高伯川的聘请，自泰山来
长芦中和书院授学。王旭客居沧州长芦逾五年之久，其

《寄王肯堂参议》诗云：“岱岳到鲸川，忽忽又五年。”沧州
长芦地，金元时有鲸川之名。王旭在《兰轩集》之《本斋记》
载：“余时未识其人，又未知鲸川为何地，风闻而作有所未
可，遂辞而已。之后五年，余至长芦，始知地名为鲸川。”乾
隆八年《沧州志·古迹》“鲸川八景”条亦载：“按今州治又
名鲸川，金人筑金堤，俾卫水安，流通潞河入惠通，委折千
里，犹神鲸皷浪一吸百川，故名。”游食长芦期间，广交良
朋，并不吝笔墨，或诗、或文记述了元时沧州的一些人物
史志、地理风情，而所记又多不见录示于明清沧州地方文
献，传至今时，弥足珍贵，如诗《登鲸川楼》《东城春早》《戍
楼残照》《寿高伯川》《登鲸川楼》《赠李谦甫行》等，文《李
神童传》《任义士传》《赵节妇传》《鲸川刘氏昆季更名字
说》《运使祭御河文》《沧盐司祭海神文》《孝思堂记》《省斋
记》《拙斋记》《中和堂记》《馀庆堂记》《中和书院记》《遐观
亭记》等。

“东城春早”本鲸川八景之一，寄居河间誓死不作贰
臣的忠烈志士家铉翁便有鲸川八景之诗，乾隆四年《天津
府志》引述《沧州志》云：“家铉翁，眉州人，累官至佥书枢
密院事。宋末时使元，教授河间，成宗即位赐还，锡号处
士，有詠鲸川八景。”而王旭《东城春早》一诗则道明了东
城春早之胜景所在：“鲸川东郭尽园林，春到先看柳弄
金。”又在《遐观亭记》中以士绅李长卿东郭之园亭为“鲸
川东郭尽园林”作了注脚，云：“大德元年春，西臯先生自
历下来游鲸川，爱李君长卿东郭之园亭，为大书‘遐观’二
字以表之。由是斯亭遂为衣冠游集之胜所。”

王旭诸篇和沧州有关的文字中，尤让人称道的是《中
和书院记》篇章，文章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高伯川创立中和
书院的初衷、建构布局、师资运营等状况：“长芦高伯川，
既以馀财助修文庙两庑而成之，又感燕山窦禹钧之事，叹
而言曰：‘兴书院、养寒士，此盛德事也。北方三百馀年已
来继窦氏之躅者，何其寥寥耶！余陋，虽规模不及彼，而窃
有希贤之志焉。’于是买地，于所居东北积水之上，虽近闤
阓而幽寂旷，可为士子肄业讲习之所。乃营为二区，其东
正堂三间，东序如之，以为讲师之居；其西书楼上下各三
间，高明宏深，夏无暑气；东西庑亦各三间，绕以周垣，高
大其门，西臯赵公为大书：‘中和书院’以表之。君又以厚

币聘师儒于四方，俾专讲席，而游学之士皆代其束脩之费
而廩给之。其规划措置犹未已也……且书院一事盛于南
国，而北方未之有。今高君营此，盖将以为北方倡而因以
上迎乎天意！”元代长芦富户高伯川以克己利人、教子有
方的窦燕山为楷模，舍财购地，建楼兴学，躬行教化。落成
的中和书院占地壮阔，布局考究，屋室二十来间，非常轩
敞，既有讲堂授教之舍，又有讲师居住之所，高墙大院间
还杂以山池亭榭，茂林修竹。打造清幽环境的同时，着力
提升师资水平，高薪广聘硕儒俊彦任教，并对成绩优秀者
供给廪饩，力求做到名师出高徒。总的来看，经过高伯川
和广大师生的通力打造，中和书院日益完善，逐步成为学
子们诚心正意读书的理想之所。王旭为元大德元年秋日
受高伯川之约来长芦中和书院任教，可见中和书院最迟
建成于大德元年，远早于毛公书院的建造。由《中和书院
记》可知，最早者当属中和书院，高伯川实开沧州地域元
代书院教育的嚆矢，而绝非当今文史研究者追述的至正
年间王思诚创办的的河间毛公书院。

毋庸置疑，长芦中和书院的创办以及顺利进行是与
高伯川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沧州长芦因盐业而兴，民国

《沧县志》载：“沧县（注：民国初沧州降州为县）商务当长
芦运使驻节之时，鹾商靡集于此，膏梁文绣，纷华奢丽，商
业繁荣非他处所及。”许多富户大贾聚集于此，他们仗义
疏财，造福乡梓。王旭在《沧盐司重修公廨疏导》一文中专
门描述了当时的沧州人乐善好施、慷慨好义的壮举，“况
今日之长芦多轻财之义士，理桥、兴书院，香名已播于四
方；焚债券、建神祠，令誉复喧于众口。”高伯川作为其中
的优秀代表，笃志重文兴教，方有中和书院这一沧州域内
书院滥觞的壮举。

乾坤流转，沧桑变化。如今，长芦中和书院早因年代
久远而无觅踪迹，甚至被世人忘却，但中和书院本身蕴
藉的重文兴教、温良博爱、急公好义等精神内涵却世代
相继，生生不息，并将沧州道德高地中的“君子”文化特
质表达得淋漓尽致。纵览古今，循声良迹，显而易见，不
乏其例。清代，沧州民办书院的杰出代表沧曲书舍便是
本地士绅名流李之崋和张延绪热心公益、捐资兴学的
仁义之举，张延绪甚至将位于沧州南关运河岸边的私
家别墅无偿捐赠而出作为书屋场地。当代，“最美奋斗
者”沧州人白方礼用超过极限的生命，付出了他所能做
到的全部，也奉献了他对国家最朴素最深情的爱，成为
家喻户晓的“感动中国人物”。可以说，崇德向善的沧州

“好人之城”若上溯历史，可谓根基深厚，向有传统，由
是略见一斑。

惊世骇俗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在海内外引起轰
动，青铜大立人、神树、面具，千姿百态的青铜禽兽、器皿
等珍稀文物的出现，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与震撼。高鼻大
眼阔嘴，脸型与华人迥异，五官外凸内凹强烈的青铜面具
和金面罩（亦称“金面具”），则是其中重要对象之一。

三星堆的青铜面具皆为人面形面具，除了轻重大小
的悬殊，主要以三种眼型区别：柱形纵目、梭形眼、弧角
斜方眼。柱形纵目面具较少，多大型器，个别微型器（K8
⑨：774，高 4厘米）。戈形大耳，眉额间或有方孔，凸饰一
功能诡异的夔龙纹竖饰（有的已经缺失）。梭形眼面具，
皆大型器。招风耳，个别眉额间有孔，竖向嵌饰都已缺
失。弧角方眼面具（有称兽面具的明显有误，下及），皆平
板状，唯其与人脸大小接近。以上三种青铜面具，有人认
为是用于跳傩驱鬼或吁请神灵降临祈福等巫术祭祀活
动，有人认为是权力和统治者身份的象征，也有人据古
蜀蚕丛氏有纵目的特征，认定纵目面具是蜀王蚕丛甚或
域外、天外来客……至于它们的使用方法，有的认为是
作为祭祀对象悬挂使用，有的当图腾柱裸置野外，有的
是安置在泥或木制的偶像上供人瞻仰祭拜的。而梭形眼
的“金面罩”，从权威的图文表述中，它们也是作为戴在
脸上有巫术功能的面具。音乐剧《三星堆》和音乐秀《又
见三星堆》中的角色，以及不少科普漫画图册的人物，作
为面具直接戴在脸上，据说也得到专家的认可。

莫衷一是的推测与结论，要想一言概之厘清辨明青
铜面具与“金面罩”的功能及用法不太容易，更何况“面
具”一词并非仅是戴在人脸上的常识性认知。作为一种渊
源古老的文化现象，面具除了形似人脸之外，其包含的名
称、体量、质地、功能、使用方法等差异也很大，甚或南辕
北辙；它们曾经普遍地进入先民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形成
了独特的文化形式。而所蕴涵的文化积淀，涉及宗教、祭
祀、民俗、艺术等领域。从文献检索中发现，面具的不同称
谓大致有假面、假头、面饰、覆面、幎目、死面、大面、代面、
面像、脸谱、变脸、魈头、魃头、方相、魑头、脸壳、脸子、鬼
脸等。其中，假面的称谓比较繁多，代面、魃头、魈头、魑
头、方相、脸壳、魌头、骐头、倛头、倛丑、脸子、鬼脸、变脸
皆可作为“假面”的“同类项”予以合并。其中，脸子、鬼脸
衍生出表情包“甩脸子”“装鬼脸”等。变脸，明显是假面的
演绎，主要出现在川剧等舞台上。据此，我们便可从假面、
假头、面饰、覆面等面具的功能及用法的梳理中，将三星
堆青铜面具和“金面罩”厘清归类。

假面 一般用纸、木、布或丝绸等轻质材料彩绘、
编结、剪凿、浇塑、泥模裱糊等技法制作。主要特征是大
如人脸，有平板状，也有随脸形略作外凸内凹的形式；
嘴巴和眼睛留有孔眼，便于说唱和观察，直接戴在脸
上，按不同的表情与形象，分别在驱鬼、出征、喜庆等巫舞礼仪
中使用。

假头 木雕或用竹、木、纸、麻布等纤维捣桨浇塑、泥模裱
糊等技法成形如今的大头娃娃式。留出眼睛和嘴巴的孔位，以
便观察说唱表演。按不同的表情与形象，分别在驱鬼、出征、喜
庆等巫舞礼仪中使用。

面饰 大多为玉石牙骨的平面浮雕或圆雕的精致小器。形
象多以传说中的大巫或英雄人物为主，系佩在胸前、臂上或腰
间，应该有神秘的巫术功能。新石器时代肖家屋脊等文化盛行
的戴着面具的玉傩偶具有代表性。

覆面 覆面又称幎目、死面。用金、银、铜、玉等材质制
作，罕见陶土烧成，也有用玉雕凿成的眼、鼻、嘴、耳、饰片等，
拼贴成人脸形系缝在麻绸布上使用。它们都是覆盖在逝者脸
上的面具，大小与人面相仿或略大于人面的起伏凹凸式或平
板式。一般认为覆面能使逝者灵魂易于辨认其肉体，免得迷失
方向无所依托，也有保护逝者面部，使其在走向黄泉的旅途
中避开伤害。

面像 用木、泥、皮革、纸浆等材料制作。形象都以英雄、祖
先或大巫、神灵及猛兽为主，造型较多、用途广、数量大，大型超
大型面具都出自面像。不少（主要是大型面像）是悬挂、置放于
神庙、社坛、门户等场所的殿墙梁上，或安置在泥或木制的偶像

上供人们祭献、膜拜、祈禳，遇到节日祀事，亦可置轿参
与巡街、巡安、游神之类的活动，具有纳吉驱邪的功效。
其源头可能与距今 5000 年左右的石峁先民有关，他们
将戴面具的大巫师像凿刻于大型社坛或神庙的石构建
筑上，瞻仰膜拜。

大面 亦即脸谱，源头可至新石器时代驱邪避鬼的
脸面涂绘和雕题纹面，在独龙族、爱斯基摩人等国内外
原始部族中，至今能见孑遗。一般脸谱可分为戏剧脸谱
和社火脸谱两大类。戏剧脸谱是传统戏曲角色行当，京
剧和某些地方戏中“净”的别称，俗称“大花脸”；社火脸
谱用于古老的宗教礼仪中。

综上所述，三星堆出土的器大重笨的柱形、梭形眼
大型青铜面具，应该与“面像”接近。它们平时是置放于
寺庙、社坛供人祭献、膜拜、祈禳的英雄、祖先、大巫、神
灵的偶像，在某些节日礼仪中又会坐轿外出巡安、巡游、
游神，或将它们戴在用泥木制作的大型巫、神脸面上，具
有纳吉驱邪的功能。

另从三星堆出土的大多数青铜人物有戴柱形眼、梭
形眼面具的事实得以证明，当时参与巫事的先民（除了
个别如长髪青铜侧跪人像K4：65）普遍有戴这类与人脸
大小相仿的具有假面功能的面具。可是，三星堆至今未
见一件与人脸规格接近的这种单独成器的青铜面具实
物。即使他处出土时代相仿的青铜面具，有的是窖藏（陕
西城固县苏村一窖藏出土 21件青铜面具），有的是墓底
夯土层发现，而且结构不当（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
1004号墓墓道下7.5米处出土，面具背面的眼、鼻等部位
焊接斜凸向上的圆管）而无法证明青铜面可戴脸上使用
依据。

三星堆面具中有少数几件平板式面具，其规格与功
能应该与覆面或假面接近，但它们繁华的羽冠、勾云耳、
弧角方形大眼、阔嘴，有的脸下另附两颗巨眼（笔者考证
这是源自良渚文化极简的巫师御虎蹻纹），它们究竟是
未识的逝者覆面？还是巫事仪式时佩戴的假面？还无法
定夺。由于青铜面具质量较重，传承至今的面具中也不
见踪影，还没有青铜面具戴在脸上的依据，因此，这种形
式的面具，系逝者作覆面的可能性较大。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罩让人惊叹不已，很薄、很轻、很
软，从外形上看凹凸有致，眼嘴穿孔，应该是戴在脸上的
假面。一些学者的学术文论、图录的表述中将其称作金
面罩、金面具，也有这种倾向。其实，这是有存疑的，用厚
仅 0.02至 0.04厘米之间的金皮做面罩，太过轻薄绵软，
极易扭曲，厚实一点，价值会更高。事实上，古今中外日
常使用的金面罩罕有先例，目前多见的是金覆面。考古
工作者在三星堆、金沙考古现场，除了在坑中单独发现

过几件，其他都贴饰于青铜人所戴的青铜面具上。结合金面罩
外沿都有向内包裹折边的工艺特征，说明它是直接从青铜面具
上脱落下来的，不应该单独成器，因此，该器名宜改为“面具金
饰”为妥。

商代的黄金极为珍稀，那些脸戴贴有金饰的青铜面具人
物，应该是三星堆社会中权级更高的角色。2021 年，三星堆三
号坑新出土的面具金饰残件，复原后宽 31厘米，是目前三星堆
发现的最大规格，应是三星堆级别较高人物青铜面具上的贴
饰。而此人非 1986年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大立人莫属，可他面具
上没有金饰。仔细观察三号坑这件面具金饰的五官格局、凹凸
形式与大立人脸部非常接近，两者如能贴饰吻合，可让青铜大
立人更加精准地彰显其三星堆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大立
人与面具金饰分别出自一号和三号两坑，发现时间也相差了
30多年，这在过去是个大问题，但自三星堆神奇的罍座倒立鸟
足顶尊神人器的散碎部件，居然页分别出现在三个坑中，说明
三星堆各坑的文物时代相当，金面罩与大立人交叉复原有据
可依。

当然，在笔者目前无法获得大立人头部的精确数据之前，
这只是一种推测。与大立人同坑也出土过一件面罩式金饰片
（残宽 21.5厘米、高 11.3厘米，重 10.62克），是不是大立人面具
上的贴饰，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测试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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